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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
级的实证研究

摘　要：运用 1996-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 FGLS 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

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中，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能促进制

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

正且作用强度较大；在劳动力素质结构中，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推

动作用，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但

作用系数较小；在劳动力性别结构中，男性劳动力占比上升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都为负。最后根据实证结论，

就如何顺应劳动力年龄、素质与性别结构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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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制造大国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是我国制造业的总体特征仍然是“大

而不强”，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制造业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要素和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我国制造业结构总体处于低端环节，尽管也有少量行业处于高端环节，但占比很小。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外需不断缩减和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出现了低端产能过

剩而高端产能不足的“跷跷板”形的失衡现象，并且劳动力市场也随之出现了低端劳

动力（农民工）“招工难”和高端劳动力（大学生）“就业难”，即“两难并存”的

社会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我国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步伐，从而解决产品市场和劳

动力市场的供需不匹配的难题。2015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通往“制造业强国”

之路的第一个十年规划——《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中指出要清楚认识到国内外经济

局势和本国要素禀赋的新变化，制定符合当前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应对制造业领域

的新一轮洗牌，力图使中国在十年内从“制造大国”跻身“制造强国”行列。

在人口结构转变、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二孩化的多重背景下，我国劳动力结

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突出表现为：一是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96-2015

年间我国 30 后到 70 后中老年劳动力总量不断下降，其值从 8 亿下降至 6 亿，所占

比重则从 95.6% 快速下降至 61.0%；80、90、00 后新生代劳动力总量却不断上升，

2015 年绝对数量超过 1996 年十倍以上，所占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重也从 4.4% 上升

至 39.0%，呈不可逆上升趋势。二是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96-2015 年

间我国劳动就业人口中，小学及以下的人员占比从 48.3% 快速降至 20.6%，初中的

人员占比从 37.5% 升至 43.3%，高中的人员占比从 11.3% 升至 18.7%，大专及以上

的人员占比从 2.8% 快速升至 17.4%；总体表现为体能型劳动力（用高中及以下人员

占比表征）占比快速下降，而知识型劳动力（用大专及以上人员占比表征）占比快

速上升。三是劳动力性别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96-2015 年间我国劳动力性别结

构一直处在“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状态，劳动力的男女性别比呈上升趋势，相比

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劳动力的男女性别比的绝对值更大、增长幅度更快。具体

来看，二十年间总人口的男女性别比变化不大，均值在 105.0 左右，而劳动力男女

性别比的平均值高达 119.9，且呈快速上升趋势（从 1996 年的 114.6% 升至 2015 年

的 138.6%）。a。因此，由于以上劳动力结构的“三大变化”，促使制造业结构也

a  本段数据资料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并计算和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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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发生“两大变化”。一是随着中老年劳动力、体能型劳动力、女性劳动力数量

减少占比下降，使得相对成本较高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端劳动力减少，从而使得

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日渐消退；二是随着新生代劳动力、知识型劳动力、男性

劳动力数量增加，占比上升，使得相对成本较低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端劳动力增

加，为制造业结构升级积累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制造业结构升级将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期。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探讨劳动力结构的“三大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并针对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任务，提出以下 4 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研究劳动力结

构的三大变化是否显著地对制造业结构升级产生了影响。二是理清劳动力结构的三

大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具体路径。三是通过实证检验分别测算劳动力结构

的三大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四是通过问题的分析结果提出如何顺沿

劳动力结构的三大变化，顺势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相关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劳动力供给如何促进产业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随着全球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和工业化进程演变，国内外各界开始广泛关注劳动力结构特征变化对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长远影响。

第一，从劳动力年龄结构视角来看，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人口红利息息相关，国

外学者主要从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研究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

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如 Mason（2005）［1］认为，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人口储

蓄水平必然会受到影响，并通过构建生命周期储蓄分析框架测算出影响强度约为

14.5%。经济学家 Feyrer（2007）［2］发现，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生产率造

成了影响，特别是 40~50 岁年龄组的人口比例上升有力地推动了工人劳动生产率提

高。Gomez 等（2008）［3］将三十五岁以上五十四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作为中年劳

动力，并将中年劳动力占劳动力人口比重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到计量模型中进行实证

检验，结果显示劳动力年龄结构趋于中年化可解释 1960 年以来全球 GDP 一半的变

化。人口领域的经济学家蔡昉（2010）［4］认为，如果把劳动力人口增长快、劳动力

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对劳动力供给有促进作用并形成高储蓄、高投资的人口

结构成为第一次人口红利，那么，第一次人口红利加速推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

第二、第三产业，带动了就业结构转换，推动了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阳立高等（2015）
［5］认为，80 年代及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具有“高端化”、“服务化”的特征，

这些新的择业行为特征将对制造业部门产生深远的影响。Mason 等（2016）［6］认为，

由于人口转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变化。随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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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加大了对人

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机会，同时也使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挑战。Cruz

和 Ahmed（2018）［7］认为不断变化的人口年龄结构给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机

遇和挑战，其预测数据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最贫穷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将

持续增长，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和儿童抚养比率下降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有关，且对减贫具有积极的影响。

第二，从劳动力素质结构视角来看，一些学者认为高素质人才能够有效促进技

术的引进与吸收、创新与进步，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早在上个世纪 Romer

（1990）［8］就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出，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的平均

素质和技能水平会相应提高，此时产业内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增强，并会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陈晓光（2005）［9］认为高素质人力资本能够“向下兼容”，

但低水平劳动力却不能代替高素质劳动力完成劳动任务的结论，他认为不同层次的

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具有异质性的特点。Belton（2010）［10］认为，随着

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必然由原有模式向依

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方向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劳动力素质结构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Judith 和 George（2011）［11］指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

程中尤其是在实体行业发展过程中起着适应、支撑的关键作用，若人力资本、劳动

力结构、知识技能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那么就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

展。Autor 和 Dorn（2013）［12］指出，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素质结构具有

重要的作用，劳动力素质结构和制造业结构的匹配度越高，劳动力对产业发展的推

动作用越明显，制造业结构升级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Angelino（2017）［13］认

为，高素质劳动力短缺会导致本地企业与外国代理商有效互动所产生的溢出效应下

降，从而削弱了本国企业吸收外来先进知识和技术的能力；另外，由于出口机制和

研发激励机制的存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力资本短缺往往是限制现代企业

特别是间接出口企业，投资研发企业和城市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阳立高等（2018）
［14］认为制造业结构升级和劳动力结构升级速度的严重不匹配是阻碍我国制造业结

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原因。

第三，从劳动力性别结构视角来看，现有文献多从消费、储蓄、工资与教育的

角度出发研究性别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些研究通过对比、分析两性在消费、

储蓄和风险偏好的异同，发现女性的议价能力往往高于男性，因此经济社会中男性

收入和女性收入的“此消彼涨”会推动全社会的家庭储蓄率上升［15］。Bobonis（2009）
［16］认为，提高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能促进其所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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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长期来看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Valéria（2010）［17］

指出，性别歧视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明的负相关关系，由于男性、女性劳动

力的不同行为特征，性别结构变化将会对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产生影响。Duflo（2012）
［18］指出，两性的储蓄、投资、消费等个人行为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而这些性别差

异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性别失衡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难题，更会显著作用于

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邱俊杰、魏下海、董志强、蓝嘉俊（2017）［19］

认为地区性别失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负向影响，会导致本地竞争性储蓄增加进

而增加企业资本集约度，在资本 - 劳动存在替代关系下，性别比失衡会减少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而增加资本收入份额。王伟同和魏胜广（2017）［20］收集、统计了 2004

年和 2008 年两次经济普查数据，在此基础之上对员工性别结构、技能结构与企业

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员工性别间存在数量互补和技能

分工现象，但在行业及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性别间的数量互补效应显著

存在于服务业企业之中，员工中最优女性比例大约为 45%，但性别间的数量互补并

不存在于制造业企业中，原因在于相较于服务业，制造业中男女生产率存在较大差

异。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人口红利、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力年龄结构、

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男女性别差异对经济增长或产业发展的影响，并取得大量

有价值的成果，为进一步拓展劳动力年龄结构、素质结构、性别结构影响制造业结

构升级的机制、效应提供了有益借鉴。在主要观点上，大多学者肯定了人口红利对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作用，支持随着人口红利消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年龄

结构老化，传统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观点；认同劳动力素质水平提升、人力资本积

累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并推动了科技进步的看法，肯定了其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

的关键作用；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工资、消费、储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支持性别

结构变化将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产生影响的观点。但较少考虑我国阶段性的人口、

教育、经济政策导致的劳动力年龄、素质、性别结构正经历的深刻变化，及其对经

济转型和产业发展的深远影响；深入到产业内部，从制造业按要素密集度划分的细

分层面，探讨与劳动力结构动态变化相协调的制造业结构升级路径的文献尚为少见。

本文旨在这些领域作出有益探讨。

3　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

在现有研究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

多维机理：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作用于人口红利、劳动者择业行为和消费偏好进而

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作用于科技进步、劳动力成本、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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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结构进而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作用于男女间劳动生产

率的差异、技能上的分工互补效应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

3.1　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

劳动力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即中老年劳动力和新生代劳动力的数量、占比发生

变化，通过作用于人口红利、劳动者的择业行为和消费偏好等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

级。

其一，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通过作用于人口红利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过去

我国的人口红利的产生得益于 50-60 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基数大，并在

80-90 年代涌入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传统制

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而且还促成了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局

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劳动力年龄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原来大量的低成

本“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劳动力已经进入中老年阶段并将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而

80-90 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的年增量又正在逐年减少，这将严重削弱我国的人

口红利。但是，市场上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仅没有减

少，反而因规模不断扩张而增大，继而引发劳动力成本不断走高，倒逼依靠低成本

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要么退出市场，要么转型升级。同时，劳动价格上涨使

资本、技术要素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市场或将加大资本和技术的投入，从而替代相

对昂贵的劳动要素，形成有利于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条件［4］。

其二，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通过作用于择业行为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相较

于中老年劳动力，新生代劳动力往往是高学历，对职业有着较高的预期，还有着高

物质精神享受的要求，当面对工作的需求却表现出低耐受能力（“三高一低”特征）。

而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工作强度、高时间跨度、低学历和低待遇的工作要求

已经完全不符合新生代劳动力的择业标准。其择业标准更加匹配于高端产业和服务

业，向往高端、体面的工作而非工作环境较差，单调重复的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的工作。新生代劳动力新的择业行为的变化将会进一步加剧低端产业“招工

难”的问题，却为高端产业壮大发展准备了较为丰富和相对廉价的高素质人才资源。

所以，随着中老年劳动力数量减少、占比下降和新生代劳动力数量增加、占比上升，

会加速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退出市场舞台，并为高端产业、资本和技术密

集型制造业“腾笼换鸟”做好了准备［5］。

其三，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通过作用于消费偏好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独生

代的成长背景使得新生代劳动力普遍具有“多消费、少储蓄”的消费行为特征，相

对于中老年劳动力，他们敢为人先，乐观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更重要的是，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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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劳动力具有更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他们消费的目的更强调享受生活和满足追求，

在消费过程中更注重品牌、产品质量以及产品科技含量。因此，随着新生代劳动力

逐渐成为消费市场主体，将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尤其是不断

涌现高端消费需求，将提升国内市场对高端产品、高技术产品的需求，从而为资本、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和发展契机，相反

则可能会进一步挤压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制造业结构

升级。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假设 1：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即中老年劳动力占比下降、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

一是作用于人口红利和择业行为从生产端制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倒逼制造业

结构升级；二是作用于消费偏好从消费端扩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需求市场，

间接拉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

3.2　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

在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产出主要依靠简单劳动投入和物质资本积

累，即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时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力素质结构影

响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作用不明显；而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成本不断上升，

物质资本边际收益不断下降，经济总量的提升速度将逐渐放缓，此时人力资本、技

术创新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到这一阶段，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将通过

影响科技进步、劳动力成本和消费结构为制造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

其一，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通过影响科技进步为制造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

随着高素质劳动力占比的提升，一国或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将会得到显著的提高。

由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关键在

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高素质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必然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一

国或地区新产品、新工艺开发与应用，替换并取代原有较低层次的旧产品与旧工艺，

实现产品与工艺的更新换代；较多的高素质人才对于与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合作

时，更好发挥引进技术和知识溢出效应，将各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知识扩

散至各个产业，为产业自主创新提供条件，为推动高端产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快速发展提供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相比于低素质劳动力通过数量规模的低成

本优势，高素质劳动力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推动力更稳定更

持久［21］。

其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为制造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工资的预期也会越高，因此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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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群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越多，其劳动力成本也会越高。由于劳动、资本

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各自的生产过程及生产特征各不一样，所以它们对劳动力数量、

质量的要求会各不一样，并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承受能力及敏感度也各不一样。一

般而言，低端技术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承受能力

相对较弱，故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最为敏感，而高端技术制造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对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强，故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最不敏感。因此，

高素质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将会制约低端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相

反却为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造了有利条件［5］。

其三，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通过影响消费结构为制造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受

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显著的影响到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模式，受过高等教育的认知模

式与其他人群存在显著的差异，他们更倾向于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其消费

目的也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的满足，还有对生活的体验和追求的满足；另外，受教

育程度高的人获取财富的能力要强于其他群体，这使得他们更有能力去消费价值含

量更高的高质量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由于消费是驱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关键

要素，没有对产品的需求，就没有产业的发展。随着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结

构中高素质人才占比增加，将会改变人们的需求偏好，对产品的需求必然会从生活

必需品和简易的低端商品向做工精良、种类繁多的高端商品和高科技产品转移，间

接推动了制造业结构向高端升级。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即体能型劳动力占比下降、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

一是通过影响科技进步顺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快速发展；二是通过影响劳动力成本

制约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倒逼制造业结构升级；三是通过影响消费结构为制造

业结构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3.3　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理

劳动力之间性别上互补效应能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故合理的劳动力性别结构

有利于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但是男女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不能过大，如果女

性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男性，那么增加女性员工所带来的负效应可能大于其带来的互

补效应。所以，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可以通过男女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技能上的

分工互补效应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

其一，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可以通过作用于男女性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来影响制

造业结构升级。一般来说，女性在生产中体力和精力等方面远不如男性有优势，因

此在低端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中，女性劳动生产率水平要远低于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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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个过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所带来的负向效应远远盖过女性所带来的互补效应，

因此在传统劳动要素贡献率很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中，女性在劳动力中占比越

高其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会越低；相反随着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在制造业要素贡献

率中作用越来越大，男女性劳动力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会越来越小，并且女性劳动力

的细心、谨慎、热情等比较优势会使女性在这些行业中的生产效率得到提升，尤其

是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男女性劳动力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是最小的，甚至可能没

有差别。因此，劳动力男 / 女的性别比越小可能会导致低端制造业生产效率越低，

而对高端制造业生产效率的负向影响相对越小甚至是正向影响，其比值越小越有利

于制造业升级。

其二，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可以通过男女性劳动力间技能上的分工互补效应

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研究发现对性意识发展成熟的人而言，异性比同性带给

其的特定行为促进作用更强，因而从理论上看，在工作环境中男女协同配合有助

于更好调动劳动积极性并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也有证据表明在完成创造性问题

时，在有异性参与的工作环境下会极大提升劳动者认真完成工作的积极性，在心

理学中称之为“性别助长效应”，这种助长效应在男性劳动力身上表现更为明显，

在有异性在场时，男性行为表现会更加冒险和进取，尤其是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

业中，高技能的男性更希望在比自己技能相对低一些的女性面前表现自己，而女

性则可能会通过激发高技能男性的表现欲望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假

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性别间的协同配合也会影响企业劳动生产率，

有利于产业升级。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假设 3：一是劳动力性别结构中男 / 女的性别比过大会更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发展，从而不利于产业升级；而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男 / 女的性别比

越小，性别间的协同配合性越强越有利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从而有利

于产业升级。

4　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检验

基于 1996-2015 省际面板数据，构建 FGLS 线性回归模型，从全国和分地区两

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年龄结构、素质结构、性别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

影响效应。

4.1　指标选取、模型构建、数据来源及处理

（1）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机理分析，在人口结构转变、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二孩化的多重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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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劳动力年龄、素质、性别结构变化会影响到制造业结构升级。本文以 MS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Upgrading）作为反映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指标，AS（Age 

Structure）表示劳动力年龄结构，QS（Quality Structure）表示劳动力素质结构，GS

（Gender Structure）表示劳动力性别结构，则制造业结构升级可设置为劳动力结构

变化的函数：

　　　　　　　　　　　　MS=f (AS,QS,GS) （1）

一般认为，在制造业生产活动中，劳动、资本、技术都是重要的生产要素，随

着人口红利削减、劳动力成本提高，企业会减少劳动投入而增加对资本和技术的投

入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从而加快产业升级的进程。基于此，本文综合考虑资本、

技术要素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将资本 C（Capital）和技术 T（Technology）作

为控制变量添加到原方程中，进一步将计量方程调整为：

　　　　　　　　　　　　MS=f (AS,QS,GS,C,T) （2）

为控制各变量中不同单位数值之间的波动性，同时保证检验结果的平稳性，使

变量的趋势线性化，本文对各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lnMSit=λ0+λ1lnASit+λ2lnQSit+λ3lnGSit+λ4lnCit+λ5lnTit+εit （3）

式（3）中，λ0 为截距项；λ1~λ5 为弹性系数；t 表示年份（1997-2016）、i

表示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i=1，2，3）；εit 为随机扰动项。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数据来源于 1997-2016 年相关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人口统计年鉴》、

《劳动统计年鉴》、《科技统计年鉴》）。变量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如下：

①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结构升级（MS）指标 （i=1, 2, 3），表示劳

动（i=1）、资本（i=2）、技术（i=3）密集型制造业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

参照阳立高等（2014）［21］的方法，将制造业按要素密集度划分为劳动、资本和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见表 1。本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MS）的界定是指，在按要素

密集度划分的三大类产业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纺织业等十三个所属的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不断下降，而饮料、烟草、石油和

化工等九种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总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成

倒 U 型），最后医药、通信等六类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总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

重持续上升动态过程。数据来源于 1997-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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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造业分类标准

产业类型 包含的行业

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

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纺织；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木材

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家具；印刷、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橡胶；塑料；

非金属矿物；金属制品

资本密集型

制造业

饮料；烟草；造纸及纸制品；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化学纤维；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通用设备

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

医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

②核心解释变量：

劳动力年龄结构 AS（Age Structure）：本文将劳动力年龄人口按出生年代

划分为中老年劳动力和新生代劳动力，且以 80、90、00 后新生代劳动力占劳动

年龄人口比重（80、90、00 后人口数 / 劳动年龄人口数）变化反映劳动力年龄

结构变化。

劳动力素质结构 QS（Quality Structure）：本文将劳动就业人口按受教育构成划

分为体能型劳动力（高中及以下学历）和知识型劳动力（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以

知识型劳动力占劳动就业人口比重（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就业人员数 / 总就业人

员数）变化反映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

劳动力性别结构 GS（Gender Structure）：本文直接选取劳动就业人口中的男女

比例（简称劳动力性别比，劳动力性别比 = 男性就业人员数量 / 女性就业人员数量

*100）作为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的测度指标。

③控制变量：资本 C（Capital）：本文以资本存量作为测度资本变量的指标。

并通过使用永续存盘法计算得到资本存量的数据［22］，单位：亿元。技术进步 T

（Technology）：本文采用专利申请受理数作为技术进步的直接测度指标。

1996-2015 年全国 31 个省（市）各变量样本统计值见表 2。

表 2　1996-2015 年全国 31 个省（市）各变量样本统计值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 MS1（%） 30.98 11.38 8.28 62.82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 MS2（%） 33.42 16.51 13.46 82.62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值比重 MS3（%） 25.60 13.89 4.26 65.62

新生代劳动力占比 AS（%） 23.11 12.61 2.96 64.58

知识型劳动力占比 QS（%） 9.46 7.88 0.10 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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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劳动力性别比 GS（%） 122.52 13.32 6.28 176.24

资本存量 C（亿元） 5042.89 6586.29 40.10 40361.65

专利申请量 T（件） 25322.72 57245.24 10.00 504500.00

4.2　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1）计量模型选择

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首先通过相关检验结果来判定，模型是固定效应或随机

效应，以及是否存在自相关、异方差及内生性问题，从而确定要选取的计量模型。

具体检验结果见表 3。

表 3　计量模型选择的估计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原假设 检验统计量 伴随概率 相关结论

MS1

F 不是固定效应 31.20 0.0000 拒绝原假设

LM 不是随机效应 2361.60 0.0000 拒绝原假设

Hausman1 是随机效应模型 55.61 0.0000 拒绝原假设

LR 没有异方差 475.84 0.0000 拒绝原假设

Wooldridge 没有自相关 6.124 0.0201 拒绝原假设

Hausman2 没有内生性 0.78 0.4330 接受原假设

注释：MS2、MS3 的检验结论也 MS1 的一致，这里不再赘述

如表 3 所示，三个方程的模型选择的检验结果基本相同，具体结果如下：第一，

F 检验的结果表明，“不是固定效应”的原假设被三个模型拒绝，且伴随概率都为

0.0000；第二，LM 和 Hausman1 检验结果显示三个模型都拒绝“是随机效应”模型

的原假设，即三个模型都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第三，LR 检验、Wooldridge 和

Hausman2 检验结果表明，三个模型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却都不存在内生

性问题。综合以上检验结果，三个模型都采用处理了异方差和自相关的 FGLS（可

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固定效应模型。

（2）全国样本估计结果及实证分析

基于 1996-2015 年省际面板细分行业数据，构建 FGLS 线性回归模型，从全国

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具体结果见表 4。

第一，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如表 4 所示，AS 上

升对 MS1 和 MS2 占比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对 MS3 占比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从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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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系数来看，新生代劳动力占比 AS 每提高 1%，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MS1

和 MS2）比重将分别下降 0.881% 和 1.920%，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MS3）比重将

上升 3.255%。这表明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有效地推动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

而不利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

第二，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如表 4 所示，QS 上

升对 MS1 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对 MS2 与 MS3 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从具体系

数来看，知识型劳动力占比 QS 上升对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MS1、MS2

和 MS3）比重的作用强度分别为 -0.053%、0.012%、0.004%。这表明知识型劳动力

占比上升有利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不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有利于

制造业结构升级；但是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对资本密集型的作用是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的 3 倍，这说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水平最有利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应按

照先资本密集型，再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顺序渐进的过程发展，同时还要看到

目前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的整体系数都相对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尚比较小，这说明

人口数量红利快速消退之际，人力资本红利还尚未完全释放出来，制约了制造业结

构升级步伐。

表 4　全国层面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初步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lnAS
-0.8808322*** -1.920128***  3.255184***

（-14.30） （-36.85） （427.38）

lnQS
-0.0532864*** 0.0115717* 0.0040768***

（-7.08） （1.85） （5.05）

lnGS
0.0178704* -0.0093962** -0.0019686**

（1.91） （2.04） （-2.33）

lnC
-0.026077*** 0.1288991*** -0.0020021***

（-2.82） （13.31） （-3.50）

lnT
0.0048992  -0.0987002*** 0.0043007***

（-0.78） （-14.80） （4.88）

cons
 4.64484***  5.484898***  -0.5787192***

（61.10） （72.64） （-46.38）

注：（）中为 t 统计值，［ ］中为统计量的伴随概率；* 表示 p< 0.10，** 表示 p< 0.05，*** 表示 p< 0.01

第三，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如表 4 所示，GS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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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对 MS1 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对 MS2 与 MS3 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从具体系

数来看，劳动力性别比 GS 每升高 1 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MS1 比重将升高

0.018%，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MS2与MS3）比重将分别下降0.009%和0.002%。

这表明男性劳动力占比的提升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

产活力，这是因为相较于女性，男性劳动力在体力和精力方面的优势对劳动密集型

制造业发展更为有利；但是男性劳动力占比提升说明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失衡问题进

一步加剧，扭曲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否定了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这种忽视女性劳

动力或者不注重劳动力性别搭配的用工理念，不利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这种

技术复杂、需要性别间的协同配合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劳动力性别结构

失衡是不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

第四，各控制变量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如表 4 所示，一是资本存量

C 对 MS1、MS2 与 MS3 的影响效应分别显著为负、显著为正、显著为负，说明资本

要素能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但不利于发展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二是

技术进步 T 对 MS1、MS2 与 MS3 的影响效应分别不显著为正、显著为负、显著为正。

这说明技术要素能推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而不利于发展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3） 分地区样本估计结果及实证分析

我国地广物博，不同区域内地理位置、经济、资源等因素不同，据此将我国划

分为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受区域异质性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

结构和产业布局存着很大的差异，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也

必定存在差异。因此，除对全国样本进行估计检验外，本文基于 1996-2015 年省际

面板数据，将全国 31 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从分地区层面实证检

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具体结果见表 5。

第一，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如表 5 所示，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对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

制造业的影响效应与全国层面一样，均分别显著为负、显著为负、显著为正；从作

用强度来看，东部地区新生代劳动力对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强度

均高于中部和西部。这说明，一方面，随着东、中、西部地区新生代劳动力逐渐成

为其劳动力市场主体，新生代劳动力“高端化”择业观念有力推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

在新生代劳动力要素的驱动下，将助推我国制造业越过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先升

后降的倒 U 型拐点，迈向制造业结构更为高端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方向发展；另

一方面，东部地区新生代劳动力占比提升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负向作用以

及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正向作用都是最大，而中部地区作用强度其次，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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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强度最低，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造业产业结构领先，而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有关。

第二，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如表 5 所示，一是东、中、西部地区知识型劳动力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效应

均显著为正，但相对于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强度都较小，这与全国情况较为一致，

在促进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上，人力资本红利还尚未完全释放出来；不一致的是

中部地区相对最高，这可能因为中部地区几个重要省份一直以来都是全国的教育最

发达地方，以学历表征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所致；二是东、中部地区知识型劳

动力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的影响却不显著，这是同

样可能是因为以学历表征的人力资本水平，中部相对高于东部、东部相对高于西部

的原因所致；三是东部地区知识型劳动力对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显著为负，而

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效应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尚未完全脱离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依赖，或者是承接

东部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

第三，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如表 5 所示，东部地区劳动力性别比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

西部地区影响效应不显著为正；东、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性别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的影响效应为负，但仅有西部地区结果显著；东、西部地区劳动力性别比对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其中对西部 0.242% 的作用强度高于东部 0.010%

的作用强度，而中部地区劳动力性别比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这

表明，一是东部地区劳动力性别比上升不利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却有利于需

要更多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说明性别失衡不利于东部地区制造业

结构升级；二是西部地区劳动力性别比上升阻碍了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对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也不显著，却同样有利于需要更多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发展，说明性别失衡不利于西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三是劳动力性别比上升

对中部地区三大行业的影响效应都不利，自然也不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所以，劳

动力性别比扩大是不利于我国各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

第四，东、中、西部地区各控制变量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如表 5 所示，

首先，东部地区资本存量 C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中、西部影

响效应不显著为负；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而

东、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为正；中部地区资本存量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

显著为正，而东、西部地区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这表明，在东部地区资本要素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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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结构升级推动作用相对较大，而在中、西部地区升级作用不明显。其次，东、中、

西部地区技术进步 T 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效应分别不显著为正、显著为正、

显著为负；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均显著为负；东、中、

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均为正，但只有西部地区结果显著。

这说明以专利申请量衡量的技术进步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这可能

是因为我国专利转化率和市场化率较低所致。

表 5　分地区层面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影响的初步估计结果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lnAS
-1.231328***

（-8.81）
-3.056263***

（-20.66）
3.614267***

（222.51）
 -1.137916***

（-4.33）
-2.318476***

（-8.01）
3.441341***

（182.25）
-0.8246481***

（-4.65）
-1.094523***

（-11.11）
3.087204***

（300.43）

lnQS
-0.0963645***

（-6.52）
0.0395406**

（2.32）
0.0026905*

（1.92）
0.0153512
（0.55）

0.0586669**

（2.09）
0.003004*

（1.66）
-0.0225159
（-1.50）

0.0186112
（1.29）

0.0022464**

（2.08）

lnGS
0.0099784**

（2.02）
 -0.0063357
（-0.68）

-0.0027012**

（-2.25）
-0.2637718**

（-2.08）
-0.0376132
（-0.38）

0.0103378
（1.44）

0.2426465**

（2.46）
-0.1676315**

（-2.28）
 0.0010665
（0.13）

lnC
-0.0441571***

（-2.67）
 0.0394475
（1.30）

 0.003743*

（-1.57）
0.0899215***

（2.85）
0.0586241
（1.48）

 -0.0025708 
（-1.25）

-0.1181371***

（-4.39）
0.0768468***

（3.65）
-0.0019774
（-1.43）

lnT
0.0217476
（1.44）

-0.0380368*

（-1.95）
0.0000271
（0.02）

0.0318703
（1.46）

-0.0621722**

（-2.15）
 0.0051377***

（3.41）
0.0515946***

（2.65）
-0.0339887**

（-2.17）
-0.0020198*

（-1.72）

cons
5.300888***

（41.02）
 7.141616***

（30.81）
-1.040979***

（-50.14）
5.371836***

（6.74）
6.632708***

（10.65）
-0.8743752***

（-19.68）
 3.467055***

（7.17）
5.551487***

（15.98）
 -0.3432183***

（-8.54）

注：（）中为 t 统计值，［ ］中为统计量伴随概率；***、**、*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东部
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 11 个省（市）；中部地
区有 8 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
行政区共 12 个，分别是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5　结论与启示

5.1　顺应劳动力年龄结构变化，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第一，积极实施计划生育新政策，完善配套人口政策。新生代劳动力数量增加、

占比上升将有效推动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尤其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极为有

利。而随着 80、90、00 后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新生代

劳动力占比上升将导致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从全国的生

育率来看，以往的高生育率逐渐被低生育率取代，从而引发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发展

的问题，如人口红利的消失、超低生育率现象、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等。因此国家

计生人口政策需要积极转向或进一步调整，提高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形成潜在的人

口红利。我国于 2016 年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但成效低于预期，可以考虑实行三

孩政策或者全面放开生育；对部分生育意愿低下，计生政策效果极其不明显的地区，

可以考虑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婴幼儿托管公共服务机构。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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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生政策效应影响，家庭中青年劳动力在养老、育儿事务和高强度工作面前分

身乏术，而婴幼儿托管及儿童照料服务机构发展不完善，导致青年劳动力生育意愿

低于预期。因此，要大力发展婴幼儿托管公共服务机构，改善父母对孩子照看管理

的担忧和减轻家庭的抚养负担。对于困难的家庭，可以考虑对新增婴儿家庭给予一

定政府补贴，免去第二胎的教育费用等福利；另一方面，完善二孩配套政策，实施

妇女生育后职业发展保障体系。比如可以完善国内生育保险制度，鼓励男女共同承

担育儿责任，降低企业雇佣女性劳动力的成本等等。通过完善配套生育政策，在儿

童照料和平衡妇女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方面提供鼓励性政策帮助，有利于降低家庭

生育费用支出，提高生育率，改善目前人口状况。

第二，引导新生代树立正确择业观，促使制造业结构有序升级。当前我国劳动

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不明显，但在国际竞争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有较明

显的比较优势，盲目加快制造业结构升级不仅会使国内制造业迅速丧失原有比较优

势，还会引发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形成新的社会经济问题。考

虑到新生代劳动力就业观倾向于“高端化”、“服务化”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带

来的负向作用，政府应出台政策，引导劳动者形成理性的择业观，避免盲目的市场

择业行为，缓解就业结构失衡如“招工难”等难题，引导制造业结构有序升级。一

方面，在高校、职场中加大宣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择业观，引导新生代正确认识

自身特点和能力，不盲目追求体面、舒适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政府和学校可以

多组织工业旅游、实训实习等实践活动，帮助在校学生或在职人员深入了解企业的

生产活动，使新生代充分了解各种制造业企业的工业生产流程和工作环境，协助新

生代形成有利于制造业结构有序升级和个人职业发展的择业观。

5.2　顺沿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

第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结构向“知

识型”演化，变化趋势有利于制造业结构升级，但影响效应较小，这意味着我国“应

试化”、“模板化”的教育模式存在问题，劳动力素质不能随着受教育程度上升同

步同比提高，将导致制造业结构需求与劳动力素质结构不匹配，使大学生就业难等

结构性失业问题频频出现。为了更好的发挥劳动力素质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

的促进作用，同时解决就业市场中大学生就业难等结构性失业问题，应当加快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使劳动力素质结构和制造业结构有效对接。一

方面，改善以往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教育模式。当前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人才需求

具有多样化、精准化的新特征，千人一面的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当前教育培养模式更应当注重因材施教，推行个性化的素质教育培养模式；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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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可以建立当地企业与人才之间的供需调整机制，为当地高校调整招生方案和培养

计划提供所需的信息，使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另一

方面，政府应发挥带头作用，支持“产学研”模式全面推进，通过地方产业、科研

机构和高等院校在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充分挖

掘人才潜力，推动产业内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形成，加强劳动力

素质结构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

第二，精准帮扶提速西部高校发展，推动各地区教育水平全面提高。东部地区

借助改革和开放的东风，经济发展、思想开放给当地教育水平高速发展注入了持久

动力，而中部地区作为历史上传统的教育重地教育水平也相对很发达，近年来经济

的发展也给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而西部地区目前教育水平相对最为

落后，现阶段应拿出更多力量帮助西部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因此，一方面可以建立东、

中部高校对西部高校的一对一帮扶机制。其一要明确每一对东、中部高校与西部被

帮扶高校，实现“一对一”式的“精准帮扶”；二是要求东、中部高校对西部被帮

扶高校的办学能力的优劣势进行详细的了解，实现能确定重点帮扶内容的“重点帮

扶”。另一方面国家科技资源、教育资源也应适当向西部高校倾斜，留住、吸引高

层次人才，同时加强对西部地区的人才保护，不鼓励东、中部高校从西部高校引进

教学和科研人才，而西部地区政府也应针对自身教育队伍待遇水平相对落后现状，

可通过优化人事档案、完善户籍制度、改善教育工作者生活和科研待遇等政策优待

留住人才。

5.3　引导劳动力性别结构变化，推动制造业发展

第一，消除就业性别歧视，维护性别平等。受我国出生人口性别失衡和就业性

别歧视等影响，劳动就业人口中性别失衡现象严重，女性劳动力地位不断降低，这

不仅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结构升级。因此，

要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政策推动解决女性人口在市场中受到的不平等对待，

促进女性劳动力人口事业与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当制定法律法规，为女性人口创

造一个宽松的就业环境，消除市场中的就业性别歧视，比如推动实行两性同工同酬，

加强对女性劳动就业人口的劳工保护，运用法律手段禁止招聘、工作中存在的性别

歧视行为；同时加大女性在学校、企业中的正规教育、技能培训，最大限度支持女

性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发挥女性的聪明才智，提高女性参与到经济社会中的机会

和能力，切实维护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

第二，健全女性生育与社会保险制度。在全面二孩化的背景下，女性劳动参与

率进一步下降，导致劳动力性别比上升，使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失衡现象进一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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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受社会和生理因素影响，相较于男性，女性要兼顾家庭和事业，需要承受更大

的压力。一是政府应当对女性劳动就业人口给予更多的社会关爱和保护，分担女性

人口应生理因素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对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二是政府既可以在《妇

女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出台更多支持女性职工就业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防止

用人单位因女职工可能离岗生育而对妇女就业产生的隐形歧视（妇女因生育问题而

遭遇求职和晋升受阻等损害），营造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还可以规定用人单位女

职工达到一定比例可适当减轻其税收。三是政府应宣扬家庭男女平权的理念。倡导

加强夫妻互助，通过倡导男性在家庭和育儿中的责任，弥补女性因照顾家庭所造成

职业发展的损失。此外，政府不能将生育视作家庭甚至是女性个人的私事，而应该

是由政府组织的社会共同承担的提升全民福祉的社会性问题。只有倡导夫妻互助，

男女就业平等，减少家庭负担，才有利于营造利于妇女发展公平就业环境，有利于

保障全面两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5.4　发挥产业比较优势，实施有扶有控的区域产业政策

第一，政策促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在当前 30 后到 70 后中老年劳动力逐

渐退出劳动力市场，80、90、00 后人口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体能型劳动力占比下

降、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的不可逆趋势下，我国尤其是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因此，要多举措推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做大做强，充

分吸收劳动力结构变化带来的人才红利。一是对于尚处于幼年期，但潜力巨大的产

业，运用关税保护、税费补贴、国家注资等方式，强力保护扶持其快速做大做强；

二是对已经具备一定比较优势的产业，推进简政放权，努力营造公平、自由的市场

竞争环境，推动企业向规模化、集团化、国家化发展。

第二，合理引导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转移。在劳动力年龄结构、素质结构、

性别结构变化背景下，我国生产要素密集度发生巨大转变。人口红利削减导致劳动

要素变得相对稀缺和昂贵，人均受教育水平提升导致制造业尤其是低端产业劳动力

成本进一步上升，此时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变得相对丰裕与廉价，进而制约了主要

依靠低成本劳动了取得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全国尤其是

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急剧下降。因此，要合理引导失去竞争优势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要么转型升级，要么向中、西部地区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

一方面，对于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政府要合理引导其转型升级，充

分发挥其吸纳就业的作用。引进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特别是核心关键技术研发能力的

企业，吸引内外资流入参与企业改制改组改造，推广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推动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对于向中、西部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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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要为各地区，各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夯实基础。中央政府要发挥牵头作用，

积极联系承接地或承接国政府，完善承接地交通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强化公

共服务支持，建立区域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改善营商环境，防止恶性竞争，保障投

资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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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 Labor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JIANG Juan, YANG Hua-feng, YANG Li-gao, Yu Jin-liu, GONG Shi-hao, 
LI Yong-qi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of provincial panel subdivision industry from 1996 to 2015, this 

paper constructed FGLS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effect of labor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increase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new labor force in the age-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can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and in other words, the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abor and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positive the increase of 

manufacturing has effect on the technology-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stronger 

effect; Secondly, the rising proportion of knowledge-based labor force in the quality-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has a certain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n other words, the influence effect on th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negative, while the influence effect on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positive, but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is small; Third, the 

increase of male proportion in the labor force gender-structure hinders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tructure, that is,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n th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positive, while the influence coefficient on the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negative. And the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test, on how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in lin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age-structure, quality-structure and gender-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the paper makes 

some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Key words：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structure; age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quality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gender structure of the labor force 


